
《二十一世紀》雜誌在2002年6月

和8月號先後發表了吳國光、卞悟和

康曉光三篇頗有分量的文章，對十餘

年中國的改革及其前景作了富有啟發

性的分析。與卞悟和吳國光的悲觀預

期不同，康曉光借助金耀基「行政吸

納政治」的分析模式對90年代中國大

陸政治發展與政治穩定作了獨特的分

析，並依此對中國改革的前景作出了

樂觀的估計。雜誌在2002年的最後一

期又發表了蕭瀚、蕭濱、吳增定三位

先生的評論文章，這一組文章從不同

的角度，借助不同的理論資源，為我

們反思改革提供了借鑒，其中吳增定

〈行政的歸行政，政治的歸政治〉一文

尤有啟發。

吳先生所評論的是前述康曉光的

〈90年代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研究〉一

文，應該說，康文提出的問題十分重

要，即：如何理解近十年的中國經

驗？無疑，中國改革的經驗有其獨特

性，但如何理解這種獨特性，卻是仁

者見仁，智者見智。首先是如何界定

這種經驗的獨特性，是否像康先生說

的那樣，90年代的中國大陸並沒有像

某些現代化論者所預言的那樣出現政

治動盪加劇，而是比80年代更加穩定

就完了？我們是否應該追問，這種政

治穩定是一種甚麼性質的政治穩定？

它是否也出現了那些現代化論者所強

調的，隨Ó社會經濟發展而來的政治

參與要求的膨脹？如果是，它是否也

面臨Ó現代化論者所擔心的，政治發

展落後而無法提供足夠的制度化渠道

來滿足參與要求而會導致政治不穩定

的問題？實際上，隨Ó社會經濟發展

而來的政治參與要求的膨脹，在改革

中的中國是真實存在的。80年代的政

治熱情和90年代熱鬧一時的村民自治

實踐就是明證。同樣，缺乏足夠的制

度化渠道滿足參與要求將會導致政治

不穩定的問題也是真實存在的，八九

事件就是明證。看來，現代化論者的

擔憂並不是像康先生所說的那樣對中

國經驗毫無解釋力。

問題是，90年代的中國為甚麼就

能跳出現代化論者的魔咒？按康先生

的解釋，那主要是因為「90年代的大

陸政治表現出金耀基所謂『行政吸納

政治』的基本特徵」，即由行政系統承

擔政治的功能，從而抑制並消解經濟

精英和社會大眾的政治意識和參與衝

豈一個┌行政吸納政治┘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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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一個「行政吸 119
納政治」了得？

動。具體而言，首先由權威政府或政

治精英壟斷一切政治決策，其次是最

大程度地滿足包括經濟精英和知識精

英在內的其他社會精英的經濟利益或

需求，最後通過「諮詢」等方式安撫或

平息非精英大眾的不滿和反抗。通過

這一過程，賦予了統治權力以合法

性，從而一個鬆弛但整合的政治社會

得以建立。當然，這一整合得益於經

濟的持續增長，「行政吸納政治」之所

以能夠重建政治權威，是因為它創造

了某種「政績的合法性」。

的確，90年代以來，大陸政治模

式表現出低度政治參與與高經濟增長

相結合的特點，但我們要問，這種以

拋棄整個「非精英」大眾群體為代價的

低度政治參與的做法，單純依靠經濟

的增長和所謂「政績的合法性」是否能

保證政治權威的重建？是否就能塑造

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政治認同（political

identity）？康對此問題似乎未予考慮。

事實上，不僅被拋入社會底層的「非

精英」大眾很難產生認同感，就是被

吸納進去的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也不

見得就有強烈的認同感。君不見，某

些早已通過各種途徑攫取了大量社會

財富的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已經在

想方設法弄一本外國護照揣在兜®，

隨時準備逃離險境？在他們的眼中，

中國似乎是一艘隨時可能沉沒的巨

輪，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已未雨綢繆，

將資產向國外轉移。儘管資本外逃是

一種地下經濟活動，我們無法準確統

計其數目，但據一些民間金融機構估

計，1997-99年累計資本外逃近一千億

美元；而據官方機構的估計也高達

530億美元。即便是依據官方正式認

可的後一個資料，兩年間中國的資

本外逃從老百姓的身上挖走了1998年

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5.5%，挖走了

1998年北京國民生產總值的兩倍，挖

走了1998年整個河北省的國民生產總

值，挖走了1998年東三省國民生產總

值的一半多！2000年中國資本外逃總

額已達480億美元，超過了當年外商

對華投資的407億美元，超出比例高

達17.9%！面對無數失學的兒童、上

千萬下崗的職工、三千萬尚無力吃飽

穿暖的農民兄弟，我們的資本外逃的

規模和力度卻正呈現出加速發展的趨

勢，你能說這些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

們對國家和民族有認同感嗎？

也許，正是因為只有政治精英和

經濟精英才最為清楚，他們手中的財

富是如何在一種極不公正的環境中，

以種種不公正的手段積聚起來的；也

只有他們才最為清楚，這種不公正的

社會資源分配方式會帶來甚麼樣的可

怕後果。這正應了吳增定所說的，經

濟的持續增長絕對不可能自發地導致

政治的穩定，相反卻孕育Ó國家與社

會分離以及政治離心化的極端危險。

更何況，任何經濟都不可能永遠超常

增長，一旦出現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甚

至停滯和倒退（經濟危機），這根最後

的救命稻草可能也保不住，後果將不

堪設想。那時許多原先被高速增長掩

蓋Ó的矛盾就會爆發出來，會像卞悟

所告誡的那樣，形成我們在印尼「蘇

哈托繁榮」之後看到的「危機激發的遲

來之民主」。我們不能不看到穩定背

後潛藏的危機。事實上，正如蕭功秦

所指出的，與低度政治參與相伴而行

的是結構性腐敗和高度的兩極分化，

這樣一種結果在今日的中國已十分明

顯。如果我們無視這一事實，仍像康

先生那樣，天真地以為在權威主義體

制下，在一個除了政府之外再沒有其

他「有用的」政治設置的社會中，行政

吸納政治或政治行政化也許是唯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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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批評與回應 行的政治整合機制，仍將「非精英」的

大眾排除在政治之外，任腐敗和嚴重

的社會不公正一日重似一日地發展下

去，我看這潛藏Ó危機的政治穩定是

不可能持久的。

幅員遼闊的中國不是彈丸之地的

香港，香港基本是一個工商社會，中

國則不僅地區差異大、民族關係複

雜，而且地緣政治和國際政治環境也

十分險惡。連康先生自己都承認，改

革以來，我們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天

翻地覆」的變化，這種「天翻地覆」的

社會結構變化對政治和社會穩定構成

嚴峻挑戰。一方面，統治者必須學習

與新興的社會精英和平共處，解決全

新的政治整合問題；另一方面，統治

者又必須面對失落者的不滿與反抗。

作為「城市社會」的香港，可以通過將

經濟精英吸納到決策層而成功地建立

一個以精英共識為骨幹的政治體

（elite-consensual polity）（金耀基語），

但中國大陸能通過「行政吸納政治」在

全體，哪怕是大部分社會成員中達成

共識嗎？香港是法治社會，康先生也

清楚地知道，香港有法治、廉潔並高

效率的文官系統、高度的社會自由

（言論、出版、新聞、結社、遊行示

威、建黨等自由）、高水準的社會福

利（全民公費醫療、面向低收入階層

的政府住房計劃和各種援助方案），

這些正是香港可以通過「行政吸納政

治」來建立共識的前提。而後極權時

代的中國大陸顯然離法治社會還有很

長一段距離。季¾東曾尖銳地指出：

中共的「依法治國」實際包含了兩個前

提條件：一是黨的領導地位是先驗

的，在憲法、法律制訂之前就已經確

立；二是所謂的黨在「憲法和法律範

圍內活動」是為了「從制度上和法律上

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的貫徹

實施，保證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

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黨是享有

「治外法權」的。在黨政不分的中國，

黨權同時控制Ó立法權、行政權和司

法權，超越於法律之上，於是立法不

可能按照正當程序產生、司法不具獨

立品格、政府資訊不公開、行政行為

飛揚跋扈、大眾輿論被官方壟斷。

僅此數端，我們就不能簡單地將

香港經驗搬到中國。更何況，金耀基

本人對其「行政吸納政治模式」本身還

是保持Ó高度的警覺，他清楚地意識

到其理論限度，「只有在一個政治層

很小，政治化很低的社會中，精英的

整合才能構成政府合法性的充分條

件。一旦當社會經歷了快速的都市

化，特別是前述的『社會遊動』後，則

政治化提高，原來屬於『非政治層』的

羲皇上人都將進入『政治層』，從而，

『精英的整合』將漸漸無力，而必須更

通過『精英與大眾的整合』（亦即政治

民主化）才能獲致一安定的政治體

系。」他進一步斷言：「香港今天的政

治合法性問題已不能純可從『精英整

合』的途徑加以適應了。」那麼，面對

中國這樣一個曾經高度政治化、今天

仍保持Ó很強的政治傳統的社會，又

豈是一個「行政吸納政治」了得？

不過，「行政吸納政治」對今日的

中國仍是有啟發意義的，因為「行政

吸納政治」的精義在於通過拓寬溝通

渠道，強化認同、達成共識、重建政

治合法性，而這正是我們政治改革的

題中應有之義，但要是拿它做救命稻

草，最後恐怕只有等Ó淹死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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